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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步演变为具备自主影响力的社会代理, 其对人类道德决策的影响愈加显著。然而, 

传统伦理监管模式基于理性人假设, 忽视了人格特质对道德选择的调节作用, 导致监管效果因人而异, 难以实现

最优效率。为突破这一局限, 本研究聚焦于道德研究中的诚实维度, 构建了监管类型×人格特质交互模型, 系统探

讨显性监管、隐性激励与道德反馈三类 AI 驱动的干预策略对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人格的差异化影响。

结果显示：(1)显性监管有效提升诚实行为, 尤其对高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高精神病态个体具有显著约束力; (2)监管即

使隐藏也能规范诚实行为, 其不确定性加速了决策反应; (3)隐性激励促进诚实行为并具内化效应, 但高马基雅维

利主义者在奖励撤除后的诚实率显著降低, 揭示了该策略在此类人群中的脆弱性; (4)道德反馈对整体诚实率提升

有限, 仅对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具有一定影响, 而高自恋者表现出持续不诚实倾向。本研究创新性地揭示了人格特

质(黑暗三联征)在 AI 伦理监管中的关键作用, 并为传统的理性人监管范式提供了一个基于人格差异化的视角, 为

未来设计情境化与个性化 AI 伦理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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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广泛应用, 正在改变人机交互模式(Cohen et 

al., 2024)。AI 系统已从被动的工具逐步演变为具有

主 动 行 为 影 响 力 的 社 会 代 理 (Goodlad, 2023; 

Tallberg et al., 2023)。一个潜在的风险是, 这种转变

虽然能极大地提升生产力, 但也为人类将不道德行

为外包给机器提供了便利(Köbis et al., 2025)。这一

转变的核心体现之一, 是 AI 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监

管 者 的 角 色 , 用 于 引 导 和 规 范 人 类 的 道 德 行 为

(Borau, 2025; Khan et al., 2023)。例如, 算法系统被

用于在线社区行为监控、金融交易诚信评估、以及

内容创作的真实性核查等场景(Liu et al., 2024)。传

统伦理监管模型在这种技术变革前显得有些力不

从心。因为技术系统将不再是被动执行规则的工具, 

而是通过算法反馈, 主动参与到道德规则的建立与

执行中。这呼唤着一种全新的监管范式(图 1)。然

而, 现有关于 AI 伦理的研究常聚焦于 AI 系统自身

的道德风险(如偏见、透明度), 或 AI 作为决策主体

引发的伦理困境。相比之下,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却

鲜有探讨：AI 作为监管者, 究竟如何影响人类的道

德决策？最新的证据甚至表明, 将任务委托给 AI

本身就会增加不诚实行为(Köbis et al., 2025)。这一

发现为 AI 监管的必要性敲响了警钟, 但一个一刀

切的监管方案可能并非最优解, 因为其效果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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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个体心理因素的调节。因此, 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当面对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时, AI 的监管效果

是否会存在差异？ 
 

 
 

图 1  AGI (通用人工智能)在伦理监管中的角色跃迁 
 

本研究聚焦于 AI 驱动的、旨在规范人类道德

行为的干预策略(即 AI 管人)。我们系统考察了三种

典型的 AI 监管类型, 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心理作用

机制：(1)显性监管：AI 明确告知用户其行为处于

实时监控之下, 并清晰说明违规将面临的惩罚后果

(如扣分、权限限制)。这主要通过外部威慑机制影

响行为(Abeler et al., 2019)。(2)隐性激励：AI 不直

接告知规则, 但通过设计好的奖励机制(如积分、小

额货币奖励)对用户的诚实行为进行持续强化。这

旨在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引导行为, 并可能促进道

德内化(Thanassoulis et al., 2022)。(3)社会激励：AI

在用户行为后即时提供道德语料反馈(如“您的诚实

体现了您高尚的品格, 值得敬佩！”), 旨在通过激

活道德认同和社会规范来强化内在动机(Shalvi et 

al., 2012)。 

这三种策略的核心目标一致, 利用 AI 的能力

来提升人类在交互情境中的诚实行为。然而, 既有

研究和实践观察表明, AI 监管的效果在不同人群中

存在显著分化(Köbis et al., 2021)。例如, 过于刚性

的算法有时会引发一种合规性悖论：人们表面上遵

守了规则, 但其内在的道德认同感却因此受到侵蚀

而下降。与此同时, 某些看似柔和的激励或反馈策

略在特定人群面前又可能完全无效。这种分化在一

定程度上源于传统伦理监管模型对理性人假设的

过度依赖(Fowles, 2018), 认为所有个体都会以相

同的方式回应同样的奖惩规则, 却普遍忽视了关键

的人格特质变量对监管效果的调节作用。 

人格特质, 特别是具有反社会倾向的黑暗三联

征(Dark Triad), 包括自恋(Narcissism)、马基雅维利

主 义 (Machiavellianism) 和 精 神 病 态 (Psychopathy), 

这三种特质作为连续谱系特质广泛存在于一般人

群中(Jones & Paulhus, 2014), 其水平高低是预测道

德偏离行为 (如欺骗、剥削 )的稳健因子 (Jones & 

Paulhus, 2014; Malär & Giuffredi Kähr, 2024)‐ 。需

要强调的是, 黑暗三联征特质并非仅存在于道德破

坏者中, 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并在

特定情境下影响其道德决策倾向。道德行为是人格

特质与情境因素(如监管类型)动态交互的结果, 本

研究聚焦的 AI 监管情境正是触发和放大黑暗三联

征特质对道德行为影响的关键环境。 

现有证据提示了黑暗三联征特质在监管情境

中的差异化反应模式, 但其与 AI 驱动的、不同类

型监管策略的交互机制尚不清晰, 且缺乏统一的理

论框架解释。社会规范理论强调明确的社会规则和

监督能激活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 增加违规的

感知社会成本和惩罚风险, 从而促进遵从(Cialdini 

et al., 1990)。显性 AI 监管正是通过清晰传达规则、

监控和惩罚威胁来建立这种规范环境。然而, 黑暗

三联征个体对社会规范, 特别是由非人类实体(AI)

执行的规范的敏感性和遵从动机可能存在显著差

异。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精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印

象管理(Marbut et al., 2025)。显性监管提供的明确

惩罚信号能有效提高其违规的预期成本, 促使其采

取策略性合规(表面遵守以规避惩罚), 而非道德内

化(Jones & Paulhus, 2017)。高精神病态者具有冲动

性和低恐惧特质。显性监管的即时、确定的惩罚威

胁可能对其产生较强的外部约束力, 因为其决策更

易受即时、显著后果驱动(Baskin-Sommers et al., 

2015)。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 H1a：显性 AI 监管

能够显著提高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高精神病态

者的诚实率。对于高自恋者 , 他们关注自我形象 , 

但其形象维护动机在匿名 AI 监管情境中可能减弱

(Campbell et al., 2002; Giroux et al., 2022; Hart et al., 

2021)。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 H1b：显性 AI 监管对

高自恋者诚实率的影响效果可能不如前两者显著

(H1b), 因为高自恋者更依赖于社会评价而非非人

AI 的评判。 

自我决定理论(SDT)认为, 支持自主性、胜任

感和关联性的环境能促进外在动机的内化(Ry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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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 2020)。隐性激励(如意外奖励)可能通过满足

胜任感(发现规则并成功获得奖励)和潜在的自主感

(感觉行为是自我发现的)来促进道德行为的初步内

化。然而, 黑暗三联征特质可能影响个体对 SDT 基

本需求的体验和对激励的动机归因。高马基雅维利

主义者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和机会主义。他们可能

将隐性奖励视为纯粹的外部工具, 行为动机停留于

外在调节水平。一旦奖励撤除, 其诚实行为因缺乏

内化而迅速回落。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 H2：隐性

奖励可提升诚实率并产生一定的内化效果, 但高马

基雅维利主义者在奖励撤除后诚实率回落更明显, 

内化效果更差。高精神病态者情感淡漠, 对奖励的

神经反应可能异常(Blair, 2013), 虽然其可能对低

层次需求如即时、明确的物质奖励有反应, 但 SDT

所强调的更高层次需求如关联感、整合调节的内化

过程可能受阻, 他们的内化程度可能有限。高自恋

者追求优越感和特殊对待, 获得奖励可能满足其胜

任感和被系统认可的满足感, 可能促进一定程度的

内摄调节, 即将规则内化但不完全整合。因此, 其

内化稳定性可能介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低黑暗

三联征者之间。 

道德认同理论指出, 当道德特质如诚实在个体

自我概念中处于中心地位, 且个体渴望依此行动时, 

更可能产生道德行为(Aquino & Reed, 2002)。道德

语料反馈旨在通过语言强化道德特质与自我的关

联, 提升道德认同的中心性。然而, 黑暗三联征特

质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和对道德信息的加工。高自

恋者的核心特征是膨胀但脆弱的自我和强烈的自

我增强需求。他们通常拥有积极的道德自我观, 并

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对于高自恋者, 匿名 AI

提供的泛泛道德反馈可能被他们忽视或贬低, 与其

现有道德自我观冲突, 引发防御性反应如否认、合

理化, 缺乏激发其彰显道德认同的社交舞台。高精

神 病 态 者 情 感 冷 漠 且 缺 乏 道 德 情 感 (Ojanen & 

Findley-Van Nostrand, 2019; Rijnders et al., 2021), 

道德反馈试图激活的内在道德动机如内疚、自豪对

其影响甚微, 他们的道德认同通常很低或扭曲。因

此, 我们提出假设 H3a：道德语料反馈对整体诚实

率的提升有限, 对高自恋者和高精神病态者基本无

效。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通常持有愤世嫉俗的世界

观和实用主义道德观。他们可能将道德反馈视为一

种可操控的社会信号。在持续反馈下, 他们可能进

行表面的策略性调整, 以维持一个基本诚信的印象, 

方便未来潜在的机会主义。因此 , 我们提出假设

H3b：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道德反馈有轻微、策

略性的反应。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聚焦于 AI 监管情境下的

诚实行为, 通过构建监管类型×人格特质的交互模

型, 系统考察显性监管、隐性激励和道德语料反馈

三种干预机制在面对不同人格结构个体时的行为

效能变化。研究通过三组实验递进展开, 旨在系统

考察不同干预机制的效果、其背后的心理过程, 以

及人格特质在其中的关键调节作用。实验 1 以显性

监管为切入点, 建立不同人格在惩罚性监管下的行

为差异基础模型; 实验 2 通过操控监管的可见性, 

进一步探索监管的可见性如何调节自恋者的道德

决策; 实验 3a 引入隐性激励, 以探究不同人格(尤

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非惩罚性诱因的不同反

应模式; 实验 3b 则采用社会激励, 检验不同人格

如精神病态者对非物质道德强化的反应特征。通过

上述设计, 我们期望揭示三类监管机制在三类黑暗

人格群体中的相对效能排序, 进而提出一种人格—

干预匹配原理。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希望整合多种心理学理论, 

为构建一个动态、个性化的 AI 监管新模型奠定基

础。这一模型的核心, 正是“人格−策略适配度”。在

实践上, 本研究的发现将能直接用于设计更智能、

更具适应性的 AI 伦理系统, 帮助其摆脱传统一刀

切的监管局限, 从而在数字时代更有效地提升整体

社会诚信水平。 

2  实验 1: 显性 AI 监管对不诚实行
为的抑制及人格调节作用 

2.1  实验目的 

本研究聚焦于道德研究中的诚实维度 (Glenn 

et al., 2010), 采用经典的诚实行为研究范式——抛

硬币任务(coin flip task) (Batson et al., 2002)。实验 1

通过操控是否存在可见的 AI 监管, 探讨外部监管

与内部人格特质对个体诚实行为的影响机制。此外, 

实验 1 还旨在揭示不同人格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

自恋、精神病态)在诚实行为中的表现差异, 及其在

外部监管情境下的互动效应。进而通过从外部控制

(AI 监管)与内部人格特质的双重视角, 系统揭示个

体在道德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2.2  方法 

2.2.1  被试 

根据(Gerlach et al., 2019)关于不诚实行为的元

分析 , 监督能够对诚实行为产生中等偏大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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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0.60)。因此使用 G*Power v.3.1 (Faul et al., 

2009), 在保证效应量 Cohen’s d = 0.60、显著水平为

0.05 (双尾)及检验力达到 0.95 的情况下, 需招募 39

名被试。 

实验 1 共收集 46 名有效被试的数据, 其中男性

8 人, 女性 38 人。平均年龄 20.11 岁(SD = 1.58)。

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

前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金额报酬。 

2.2.2  测量工具 

本实验采用 Jones 和 Paulhus (Jones & Paulhus, 

2014)提出的黑暗三联量表(Short Dark Triad, SD3)

测量被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自

恋(Narcissism)和精神病态(Psychopathy)三个维度。

SD3 共 27 道题, 每个维度 9 题, 采用 5 点 Likert 量

表(1 = “强烈不同意”, 5 = “强烈同意”)。其中, 马基

雅维利主义的条目, 比如“我喜欢用聪明的手段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 自恋的条目, 比如“人们认为我

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精神病态的条目, 比如“我

确实可以对别人很刻薄”。 

由于 SD3 各维度条目在表述上略有异质, 难以

满足经典 Cronbach’s α的 τ-等价假设(高清辉, 2022), 

本实验采用 Guttman 分半信度方法, 通过提取每个

维度的加权校正后的分半系数 λ6 来评估各维度内

部一致性。在本实验中, 各维度 λ6 系数为：0.75 (马

基雅维利主义), 0.70 (自恋), 0.72 (精神病态)。为检

验量表各维度的结构效度, 我们分别对马基雅维利

主义、自恋与精神病态三个维度进行了 KMO 采样

适度检验(Kaiser, 1970)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Bartlett, 

1951)。结果显示, 三个维度的 KMO 值分别为 0.80、

0.674 与 0.78; 同时, Bartlett 球形检验均达到显著

水平(ps < 0.001)。 

2.2.3  实验任务与程序 

实验 1 为 2 (监管条件：监管存在 vs. 不存在) × 

3 (人格维度：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

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监管条件为被试内因素, 人格

特质为连续协变量。 

实验流程如图 2a, 每个试次(trial)均包含以下 4

个阶段：(1)猜测阶段：每个试次开始时, 被试首先

对屏幕上将要出现的硬币结果进行猜测, 需通过键

盘选择“正面”或“反面”。选择后, 被试会看到硬币

的实际结果。(2)结果阶段：被试猜测硬币结果之后, 

屏幕上会显示“投掷中”的字样, 并且会显示硬币的

实际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 硬币落到正面和反面次

数均为 60 次, 如图 2b。在此处我们控制被试的猜

测正确率为 50%, 也就是被试在猜测阶段选择一个

结果之后, 结果会有 50%的概率与被试的猜测不符, 

如图 2c。(3)报告阶段：被试被要求汇报自己刚刚

的预测是否正确。指导语为：你刚刚的预测是正确

还是错误？此时的报告对象并非预测的具体内容

(正面或反面), 而是报告预测是否准确(即“猜对”或

“猜错” )。如果报告“猜对”, 则获得 10 个金币的奖

励; 如果报告“猜错”, 则仅获得 1 个金币。(4)监管反

馈阶段：在每个试次中, AI 监管者会随机出现。在实

验开始前, 我们通过指导语明确告诉被试：实验中会

有一位 AI 监管助手随机巡视, 如果右上角出现了一

个 AI 头像则说明您当前正在受到监督。在有监管

的试次中, 如果被试的报告与其实际预测的正确性

不符(例如实际猜错却谎报猜对), 则被视为不诚实

行为, 被试在反馈阶段会受到 50 个金币的惩罚并以

红色字体呈现。这一惩罚机制直接地向被试提示了

不诚实行为的后果; 若监管不存在, 则无论被试报

告诚实与否, 均不会被惩罚, 如图 2d 前半部分。 

实验 1 一共包括 4 个组块(block), 每个组块包

含 30 个试次(trial), 共有 120 个试次。每个试次中

监管是否存在为随机分配(各 60 个试次)。被试获得

的金币奖励会实时显示并累计。实验完成后 , 根

据被试获得的金币总数给予被试费。实验程序使

用心理学软件 PsychoPy v2024.2.4 (Peirce et al., 

2019)编制。在全部行为实验结束后, 被试被要求

填写黑暗三联人格量表, 测量马基雅维利主义、自

恋和精神病态三个维度的得分, 用于后续调节效应

的分析。 

2.2.4  数据分析方法 

本实验所有数据分析均使用 R (版本 4.4.2)与

Python (3.12.8)进行。对于反应时的异常值, 设置排

除过快(100 ms)和过慢(>3 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

据。实验 1 删除 1.74%, 实验 2 删除 0.11%, 实验

3a 和 3b 共删除 3.26%。 

为了检验可见 AI 监管对诚实行为的直接影响, 

我们对每位被试在有监管与无监管条件下的诚实

率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诚实率计算公式如下： 

 HR
N

N
 诚实报告

总报告

 (1) 

为了评估监管是否影响反应过程的速度, 我们

对有无监管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

验, 从信息加工角度探索监管信息是否影响决策的

认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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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任务流程与条件设置 
 

为进一步探讨撒谎行为是否具有更高的加工负

担, 我们在反应时数据上实施 2 (行为类型：撒谎、

诚实) × 2 (监管条件：有、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rm-ANOVA), 检验行为选择与监管之间的交互效应。 

为了直观地检验人格特质对监管效果的调节

作用, 我们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

个维度分别按中位数划分为高低组, 在诚实率上执

行 2 (人格组别：高、低) × 2 (监管条件)混合设计方

差分析(mixed-ANOVA)。 

此外, 为了检验人格特质是否影响行为加工特

点, 我们对反应时进行了 2 (行为类型：诚实 、撒

谎) × 2 (特质分组：高分组、低分组)的方差分析, 从

信息加工层面探讨人格对行为的影响。 

2.3  结果 

2.3.1  监管机制对诚实行为的影响 

为了检验监管条件操作的有效性, 并且探究监

管机制对诚实行为的影响,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

示, 有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M = 0.98, SD = 0.04)显

著高于无监管条件下(M = 0.85, SD = 0.19), 如图 3a, 

t(45) = 4.59, p < 0.001, Cohen’s d = 0.67。有监管条

件下的平均反应时(M = 0.64, SD = 0.17)和无监管

条件下(M = 0.63, SD = 0.19)不存在显著差异, 如图

3b, t(45) = 0.88, p = 0.383。 

2.3.2  监管与撒谎行为对反应时的影响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2 (是否撒谎：撒谎、诚

实) × 2 (监管条件：有监管、无监管)双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行为类型与监管条件的交

互效应、以及两者各自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20)。 

 
 

图 3  不同监管条件对诚实率与反应时的影响 
注：*** p < 0.001 

 

2.3.3  人格特质对 AI 监管效应的调节作用 

分别在三种人格特质维度下, 对被试的诚实率

进行 2 (特质分组：高分组、低分组) × 2 (监管条件：

有监管、无监管)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方差分析

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结果见表 1, 对交互效应的简

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1  人格特质调节监管对诚实行为 

影响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 

特质维度 效应类型 F p 2η  

马基雅维

利主义

人格主效应 7.81(1, 44) 0.008 0.15 

监管主效应 24.01(1, 44) < 0.001 0.35 

交互作用 7.11(1, 44) 0.011 0.14 

自恋 

人格主效应 1.10(1, 44) 0.301 0.02 

监管主效应 21.69(1, 44) < 0.001 0.33 

交互作用 2.17(1, 44) 0.148 0.05 

精神病态

人格主效应 3.82(1, 44) 0.057 0.08 

监管主效应 22.78(1, 44) < 0.001 0.34 

交互作用 4.50(1, 44) 0.03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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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格特质调节监管对诚实行为影响的简单效应和分析结果 

特质维度 得分组 有监管 无监管 t p Cohen’s d 

马基雅维利主义 
高 0.98 ± 0.05 0.79 ± 0.22 4.60(25) 0.005 0.90 

低 0.99 ± 0.01 0.95 ± 0.13 1.77(19) 0.092 0.40 

精神病态 
高 0.99 ± 0.05 0.82 ± 0.21 4.44(28) < 0.001 0.82 

低 0.99 ± 0.02 0.94 ± 0.13 1.80(16) 0.091 0.44 

 
结果表明, 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 特质分

组(高分组和低分组)与监管条件(有监管和无监管)

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4) = 7.11, p = 0.011, η2 = 

0.14。为了进一步探究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对诚实

率的调节作用, 对交互项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高分组在有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M = 0.98, SD = 

0.05)显著高于(p = 0.005)无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

(M = 0.79, SD = 0.21); 低分组在有监管条件下(M = 

0.99, SD = 0.01)和无监管条件下(M = 0.94, SD = 

0.12)的诚实率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92)。对于自

恋维度 , 特质分组与监管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1, 44) = 2.17, p = 0.148。监管条件主效应显著, 

F(1, 44) = 21.69, p < 0.001, η2 = 0.33, 而特质分组

主效应不显著。对于精神病态维度, 特质分组与监

管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44) = 4.50, p = 0.039, 

η2 = 0.09。为了探究精神病态维度对诚实率的调节

作用, 对交互项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高分组在

有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M = 0.98, SD = 0.05)显著

高于(p < 0.001)无监管条件下(M = 0.81, SD = 0.21), 

但是低分组在有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M = 0.98, SD 

= 0.02)和无监管条件下(M = 0.93, SD = 0.13)不存

在显著差异(p = 0.091)。特质分组主效应边缘显著, 

监管条件主效应显著。人格特质的调节效应路径可

视化见图 4。 

2.3.4  人格特质与反应时的关系分析 

为检验人格特质对反应时的调节作用, 我们对

三种人格分别进行了 2 (行为类型：诚实 、撒谎) × 2 

(特质分组：高分组、低分组)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图 4  实验 1 中人格特质对监管效应的调节模型 
 

结果显示 , 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 , 

行为类型、人格分组的主效应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

均不显著(ps > 0.05)。 

对于自恋维度, 交互效应显著, F(1, 23) = 5.33, 

p = 0.030, η2 = 0.19。事后比较显示, 在高自恋组中, 

撒谎(M = 0.65, SD = 0.52)与诚实(M = 0.58, SD = 

0.44)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 p = 0.0523。而在低自恋

组中差异不显著(诚实: M = 0.68, SD = 0.51; 撒谎: 

M = 0.70, SD = 0.54), p = 0.728。结果见图 5。 

2.4  小结 

综上, 实验 1 的结果表明, 明确的 AI 监管能够

显著提升诚实率, 且该效应在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

神病态特质高的个体中尤为突出。反应时数据进一

步揭示了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高自恋个体在撒谎

时表现出决策变慢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在低自恋个

体中并未出现。 

3  实验 2: 监管不确定条件下的诚
实行为 

3.1  实验目的 

实验 2 旨在探讨外部监管状态的不确定性如何 

 

 
 

图 5  实验 1 中人格特质对诚实/撒谎行为反应时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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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个体的诚实行为表现, 尤其是在人格特质的调

节下, 个体是否会依赖内在的稳定特质或风险评估

策略来调整诚实水平。通过设置不可见的监管状态, 

实验检验外部规范模糊时个体的反应差异, 进一步

揭示人格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

是否在此情境下对撒谎与诚实的加工负荷产生调

节作用。此外, 本实验结合实验 1 与实验 2 的数据, 

构建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GLMM), 系统分析监管可见性、人格特质

及其交互作用对道德选择的影响, 旨在建立一个多

因素、层级化的诚实行为预测模型。实验最终期望

阐明在外部约束不明确的情况下, 个体的道德决策

是否更依赖于内在人格特质或对环境风险的感知

与评估。 

3.2  方法 

3.2.1  被试 

实验 1 中的所有被试在完成实验 1 后, 经过短

暂休息后继续参加实验 2。本实验延续实验 1 的参

与者, 无新增招募, 以保证实验条件的一致性和数

据的连续性。 

3.2.2  实验任务与程序 

如图 2 所示, 实验 2 的任务设计与实验 1 基本

保持一致, 仅在监管信息的呈现方式上进行了调整, 

实验 2 隐藏了右上角代表监管状态的头像。本实验

的关键操纵在于‘监管未知’条件。具体而言, 被试

在实验开始前被告知, AI 系统可能会在部分试次中

对其进行监管, 但他们无法在具体的试次中通过任

何视觉线索(如 AI 头像)得知自己当前是否正被监

管。也就是说, 被试知晓可能受监管但无法确定发

生的具体时刻。只有当被试选择撒谎并恰好处于被

监管的试次时, 他们才会通过受到金币惩罚这一结

果, 反推自己刚刚受到了监管。这一设计旨在操纵

监管状态的不确定性。 

3.2.3  数据分析方法 

为了探讨个体在不确定是否被监管的情境下, 

诚实与撒谎回答的反应时差异, 我们对每位被试的

反应时进行 2 (行为类型：诚实、撒谎) × 2 (特质分

组：高分组、低分组)的方差分析, 以评估撒谎行为

是否在认知加工上需要更多时间。此分析旨在揭示, 

在外部监管信息模糊的情况下, 个体是否仍然表现

出典型的认知冲突效应, 即撒谎相较于诚实需要更

高的认知资源投入。 

此外,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格特质是否对这一加

工负担产生影响, 我们将三个人格维度(马基雅维

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分别划分为高低组, 并对

撒谎反应时、诚实反应时以及整体反应时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通过这一分析, 我们旨在评估人格特

质是否在模糊监管的情境下调节个体的信息加工

策略, 从而影响诚实行为的反应速度。 

3.2.4  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讨人格特质在不同监管可见性条件下对

诚实行为的调节作用, 我们整合了实验 1 与实验 2

的数据进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具体而言, 我

们将实验 2 的所有试次设定为监管不可见条件, 以

区别实验 1 中的无监管以及有监管条件。最终数据

集包含 46 名被试的完整实验记录, 以提高分析的

统计功效和结果的稳健性。 

在模型构建中, 因变量定义为每个试次的诚实

行为(0 = 撒谎, 1 = 诚实), 固定效应包括监管是否

存在(0 = 无监管, 1 = 有监管)、监管可见性(0 = 不

可见, 1 = 可见)、三种人格维度(马基雅维利主义、

自恋、精神病态)的标准化得分, 以及上述变量之间

的所有二阶与三阶交互项, 同时将被试编号作为随

机截距项以控制个体差异。 

模型使用对数链接函数, 报告各固定效应的比

值比(Odds Ratio, OR)、95%置信区间以及基于 Wald 

z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健全性, 我们对三种人

格 特 质 的 多 重 共 线 性 (multicollinearity)进 行 了 检

验。结果显示 , 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5 

( &Mach Narcr  = 0.07, &Mach Psyr  = 0.26, &Narc Psyr  = 

0.28), 且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远低于 5 的警戒值( MachVIF  = 1.15, NarcVIF  = 

1.26, PsyVIF  = 1.09)。这些结果表明, 多重共线性

问 题 并 未 显 著 影 响 模 型 估 计 的 稳 定 性 和 解 释 力

(Shrestha, 2020)。 

3.3  结果 

3.3.1  诚实条件和撒谎条件的反应时差异 

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发现, 诚实条件的反应

时(M = 0.53, SD = 0.17)显著低于撒谎条件(M = 

0.92, SD = 0.73), t(30) = −3.34, p = 0.002, Cohen’s 

d = −0.60。 

3.3.2  监管可视性对诚实率和反应时的影响 

对三种监管条件下的诚实率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结果显示监管条件主效应显著, F(2, 90) = 

18.10, p < 0.001, η2 = 0.28。为了检验监管可视性的

操作有效性检验以及探究三种监管条件间的影响

事后比较表明：在有监管条件下, 被试的诚实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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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95% CI = [0.97, 0.99])显著高于无监管条件

(M = 0.85, 95% CI = [0.80, 0.91]), t(45) = −4.60, p < 

0.001, Cohen’s d = 0.89; 在监管未知条件下(M = 

0.94, 95% CI = [0.92, 0.97])的诚实率也显著高于无

监管条件, t(45) = −3.79, p = 0.001, Cohen’s d = 0.58; 

有监管条件的诚实率亦显著高于监管未知, t(45) = 

3.91, p = 0.001, Cohen’s d = 0.54。可以发现, 个体

的诚实率在三种监管条件下依次递减：可见监管

(0.96) > 监管未知(0.94) > 无监管(0.85)。 

对三种监管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 分 析 , 结 果 同 样 显 示 主 效 应 显 著 , F(2, 90) = 

34.10, p < 0.001, η2 = 0.43。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监

管未知条件下的反应时(M = 0.49, 95% CI = [0.44, 

0.55])显著短于有监管条件(M = 0.64, 95% CI = 

[0.59, 0.70]), t(45) = 6.48, p < 0.001, Cohen’s d = 

0.82; 也显著短于无监管条件(M = 0.63, 95% CI = 

[0.57, 0.69]), t(45) = 6.20, p < 0.001, Cohen’s d = 

0.71; 有监管条件与无监管条件间的反应时无显著

差异, t(45) = −0.88, p = 1.00, Cohen’s d = 0.06。 

3.3.3  人格特质与反应时的关系分析 

分别在三个维度下 ,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2 

(行为类型：诚实、撒谎) × 2 (人格分组：高分组、

低分组)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 人格分组的主效应

不显著, F(1, 29) = 0.31, p = 0.59; 交互效应也不显

著, F(1, 29) = 0.92, p = 0.344。行为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 29) = 11.14, p = 0.002, η2 = 0.28。事后比较

显示, 撒谎的反应时(M = 0.93, SD = 0.73)显著长于

诚实的反应时(M = 0.53, SD = 0.17), t(30) = −3.34, p 

= 0.002。 

对于精神病态维度, 分析结果与马基雅维利主

义类似。人格分组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9) = 0.30, 

p = 0.586; 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29) = 0.041, p = 

0.842。行为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10.81, p = 

0.003, η2 = 0.27。事后比较显示, 撒谎的反应时显著

长于诚实的反应时, t(30) = −3.34, p = 0.002。 

对于自恋维度, 分析显示人格分组的交互效应

显著, F(1, 29) = 4.74, p = 0.038, η2 = 0.14。简单效应

分析结果显示, 在低自恋组中, 撒谎的反应时(M = 

1.17, SD = 0.87)显著长于诚实的反应时(M = 0.57, 

SD = 0.20), t(17) = −3.33, p = 0.004; 而在高自恋组

中, 撒谎(M = 0.59, SD = 0.26)与诚实(M = 0.48, SD = 

0.11)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232。结果见图 6。 

3.3.4  监管可见性与人格特质对诚实行为的联合

调节：跨实验间的混合效应模型 

图 7 的森林图展示了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中

所有固定效应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

置信区间。 

如图 7 所示, 模型的边际解释率 R2= 0.19, 说

明固定效应能够解释约 19 %的诚实行为差异; 条

件 R2 = 0.66, 表明模型总体可解释约 66%的方差。

被试随机截距方差 = 4.58,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 0.58, 反映出较大的

被试间差异。 

有无监管对 被试诚实行 为的主效应 不显著 , 

OR = 0.97, p = 0.838, 95% CI = [0.74, 1.28]; 然而, 

监管可见性对诚实行为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OR = 

0.31, p < 0.001, 95 % CI = [0.24, 0.40], 表明在监管

可见条件下, 被试诚实汇报的几率显著下降。在三

种人格特质中, 只有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存在边缘

显著的负向效应, OR = 0.48, p = 0.065, 95 % CI = 

[0.22, 1.05], 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较高的个体, 

诚实汇报的几率更低。 

在二阶交互效应层面, 监管是否存在和监管可

见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作用, OR = 15.55, 

p < 0.001, 95% CI = [9.37, 25.81], 表明当监管存在

并且可见时, 能够显著提升诚实行为的几率。此外, 

监管可见性与人格特质的交互也体现出调节作用： 

 

 
 

图 6  实验 2 中人格特质对诚实/撒谎行为反应时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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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监管可见性与人格特质对诚实行为的联合调节效应 
注：红色点代表 OR < 1 (负向预测), 蓝色点代表 OR > 1 (正向预测), 星号表示 Wald z 检验下的统计显著性(p < 0.05, **p < 0.01, 

***p < 0.001)。右侧多个折线图展示了模型中显著交互项的边际预测概率, 其中不同颜色代表监管状态或可见性水平, 横轴为人格

特质 Z 分数, 纵轴为预测的诚实概率。彩图见电子版。 
 

当监管可见时, 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越高, 被试越

倾向于不诚实(OR = 0.70, p = 0.013, 95% CI = [0.52, 

0.93]); 同样地 , 自恋人格也调节了监管可见性的

效应(OR = 0.72, p = 0.006, 95% CI = [0.57, 0.91])。

精神病态维度与监管可见性的交互不显著(OR = 

0.91, p = 0.445, 95% CI = [0.72, 1.15])。 

三阶交互方面, 仅“监管状态×可见性×自恋人

格”交互项显著(OR = 1.77, p = 0.024, 95% CI = 

[1.08, 2.91]), 表明自恋人格调节了监管是否可见

对诚实行为的影响, 且该调节效应在监管存在的情

境下更为显著。马基雅维利主义与精神病态人格的

三阶交互项均不显著(ps > 0.5)。 

3.4  小结 

综上, 实验 2 的结果揭示, 不确定的监管同样

能提升诚实率(但效果弱于显性监管), 并会显著加

快决策反应。跨实验的混合效应模型进一步证实, 

不同人格特质(尤其是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可

见与不可见监管下的反应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4  实验 3：物质激励与社会激励的
对比研究 

4.1  实验目的与设计思路 

在明确了显性 AI 监管的外部威慑效应后(实验

1 与 2), 本研究进一步转向探讨更为复杂的正向激

励策略。不同于负向的惩罚, 正向激励旨在通过强

化来促进诚实行为的产生与内化。然而, 激励本身

具有不同形式 , 其心理机制与效果也可能存在差

异。例如,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DT), 直接的物质激

励(如金钱)与间接的社会激励(如道德反馈)可能通

过不同路径影响动机：前者可能被感知为外部控制, 

而后者则可能通过支持个体的道德认同感来增强

内在动机。 

为系统性地检验并比较这两种典型激励方式, 

我们设计了实验 3a 与实验 3b。这两个实验采用完

全相同的“基线−奖励−内化”三阶段范式, 旨在回答

两个核心问题：(1)在提升诚实行为方面, 是隐性的

物质激励(实验 3a)更有效 , 还是明确的社会激励

(实验 3b)更有效？(2)当激励撤销后, 这两种方式带

来的行为改变能否得以维持(即内化), 其程度是否

存在差异？此外, 我们将继续考察黑暗三联征人格

特质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调节角色。 

4.2  实验 3a: 隐性奖励对诚实行为的强化与内化 

4.2.1  实验目的 

实验 3a 旨在探讨金钱激励如何逐步转化为内

部动机, 并对个体的诚实行为产生持久影响。通过

引入“基线—金钱奖励—内化”三阶段干预流程, 实

验持续追踪不同阶段的诚实率与反应时变化, 分析

金钱激励在道德选择中的行为轨迹。同时, 本实验

进一步考察人格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

神病态 )是否对干预效果的敏感度产生调节作用 , 

从而揭示人格差异对诚实行为内化的潜在影响。实

验旨在阐明外部激励如何通过逐步内化, 推动个体

从被动约束向主动选择诚实行为的转变, 为理解长

期道德塑造提供理论依据。 

4.2.2  方法 

(1)被试 

根据(Abeler et al., 2019), 金钱激励对诚实决

策具有中等效应 , 因此我们设定一个中等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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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0.20)。使用 G*Power v.3.1, 设定效应量 f = 

0.20、显著水平为 0.05 及检验力达到 0.95 的情况下, 

需招募 56 名被试。 

实验 3a 共收集 60 名有效被试的数据, 其中男

性 19 人, 女性 41 人。平均年龄 19.95 岁(SD = 1.69)。

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

前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金额报酬。 

(2)实验任务与程序 

如图 2 所示, 与实验 1 和实验 2 的设计一致, 实

验 3a 和 3b 依旧采用经典的抛硬币任务, 实验过程

做了一些改动, 取消了显性监管。在实验 3a 中, 即

使被试选择撒谎 , 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

罚。这一设计剥离了外部直接威慑, 专注于隐性激

励如何塑造诚实行为轨迹。 

实验共设置 6 个组块, 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基

线阶段、干预阶段和内化阶段。每个阶段由两个组

块组成, 每个组块包含 20 个试次, 共计 120 个试

次。在每个试次中, 被试需先对硬币的抛掷结果进

行预测(正面或反面), 观察实际抛掷结果后, 再报

告自己的预测是否正确。若报告“猜对”, 被试将获

得 10 金币的奖励; 若报告“猜错”, 则仅获得 1 金

币。与先前实验不同, 实验 3a 取消了对撒谎行为的

惩罚机制, 测试在无外部威慑的情况下, 隐性奖励

是否能够有效引导诚实行为的提升。为避免被试形

成机械化反应, 我们在每次报告前设置了充足的思

考时间, 以鼓励被试进行更谨慎的判断。这一设计

基于(Shalvi et al., 2012)的研究发现, 即诚实的决策

通常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深思熟虑, 并且减少外部

干扰和自我辩解有助于更加真实的反应。 

实验的基线阶段(Block 1 和 Block 2), 如图 2d, 

主要收集被试在无任何外部激励下的自然诚实水

平, 作为后续干预效果的基准。被试在此阶段仅执

行标准的硬币猜测与报告任务,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

外显或隐性反馈。这一阶段的目的是记录被试在无

干预情境下的真实道德选择, 揭示其自然状态下的

诚实倾向。 

在干预阶段(Block 3 和 Block 4), 实验引入了

一种隐性奖励机制：若被试在连续 5 个试次中诚实

报告预测结果, 则会额外获得 50 金币的奖励。然而, 

该奖励机制的存在并未向被试明示, 而是需要被试

通过实验中的反馈逐步探索与推断。这一设计模拟

了真实情境下个体自我发现奖励规律的学习过程, 

旨在评估在无监管的环境下, 隐性激励能否推动诚

实行为的增加。 

最后, 在内化阶段(Block 5 和 Block 6), 实验悄

然移除了之前阶段中设置的隐性奖励 , 未告知被

试。该阶段的设计意图在于考察经过隐性激励塑造

的诚实行为是否能在外部奖励消失后持续保持, 从

而验证诚实行为的内化效应。具体而言, 若奖励引

导的诚实行为确已内化 , 那么即便外部激励消失 , 

被试的诚实选择仍应保持在较高水平; 反之, 则诚

实行为将显著回落。这一环节不仅评估隐性奖励对

诚实行为的长效影响, 更探索了外部激励向内在动

机转化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阶段的设计, 实验 3a 旨在系统性探

讨隐性奖励是否能在无外显监督的情况下塑造并

内化诚实行为, 为理解诚实行为的长期塑造机制提

供实验支持与理论依据。 

(3)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预处理部分, 由于我们要求被试增加思考

时间以避免形成机械化反应 , 因此设置排除过快

(1 s)和过慢(>3 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据。 

为了检验金钱激励是否能提升诚实行为, 并考

察此效应是否能在激励撤除后维持, 我们对被试在

基线、干预、内化三个阶段中的诚实率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为了评估干预是否降低了行为决策的加工负

担, 我们以反应时为因变量, 在三个阶段间进行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考察外部干预措施是否减少认知

冲突或提高行为自动性。 

为了探讨三种人格特质对干预敏感度的差异, 

我们将每种人格维度按中位数划分为高、低组, 在

各阶段内对诚实率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检验人格

调节作用是否存在于金钱干预效应中。 

4.2.3  结果 

(1)金钱奖励对诚实率的影响 

对诚实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阶

段的主效应显著, F(2, 118) = 16.06, p < 0.001, η2 = 

0.21。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 基线阶段诚实率(M = 

0.89, SD = 0.14)显著低于干预阶段(M = 0.97, SD = 

0.06), p < 0.001; 干预阶段诚实率显著高于内化阶

段(M = 0.93, SD = 0.09), p = 0.004; 基线阶段诚实

率显著低于内化阶段, p = 0.013。 

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 在内化阶段, 高得分组

(M = 0.92, SD = 0.01)的诚实率显著低于低得分组

(M = 0.96, SD = 0.08), t(57.98) = −2.04, p = 0.044, 

Cohen’s d = −0.52, 95% CI = [−0.08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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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钱奖励对对反应时的影响 

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阶

段的主效应显著, F(2, 118) = 58.59, p < 0.001, η2 = 

0.49。事后比较显示, 基线阶段反应时(M = 5.44, 

SD = 0.99)显著长于干预阶段(M = 5.03, SD = 0.83), 

p < 0.001; 干预阶段反应显著长于内化阶段(M = 

4.57, SD = 0.68), p < 0.001; 基线阶段反应时显著长

于内化阶段, p < 0.001。 

(3)人格特质对三阶段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维度得分高

低组在三阶段诚实率的差异见图 8a。其中, 仅有马

基雅维利主义维度, 在内化阶段, 高分组(M = 0.92, 

SD = 0.01)的诚实率显著低于低分组 (M = 0.96, 

SD = 0.08), t(57.98) = −2.04, p = 0.044, Cohen’s d = 

−0.52, 95% CI = [−0.08, −0.001]。 

4.3  实验 3b: 社会激励对诚实行为的影响 

4.3.1  实验目的 

实验 3b 旨在探讨道德反馈作为社会激励能否

有效塑造个体的诚实行为, 并对比其与金钱激励在

行为维持与变化中的相对效果。实验仍然采用“基

线–干预–内化”三阶段设计, 通过引入道德语料来

激发被试的道德反思, 评估社会激励对诚实行为的

干预效力与持续性。同时, 实验进一步考察人格特

质(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是否影响个

体对道德激励的敏感度与内化程度。 

此外, 本实验通过跨实验对比分析, 将实验 3a 

(物质激励)与实验 3b (社会激励)的数据进行整合, 

对不同激励方式在各阶段的效果差异进行系统评

估。结合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

分析方法 , 实验旨在揭示激励机制×阶段×人格差

异对诚实行为的交互影响, 为理解金钱与社会性激

励在诚实行为中的相对优势提供实验支持。 

4.3.2  方法 

(1)被试 

根据(Gerlach et al., 2019)的一项关于不诚实行

为的元分析, 旨在增加道德成本的干预措施(与本

实验的道德反馈机制类似 )具有小到中等的效应

(d ≈ 0.31)。基于此, 我们设定一个相对保守的效应

量(f = 0.20)。使用 G*Power v.3.1, 在保证中等偏小

效应量 f = 0.20、显著水平为 0.05 及检验力达到

0.95 的情况下, 需招募 56 名被试。 

实验 3b 至少需要招募 56 名被试以保证统计分

析的稳健性和结果的解释力。最终, 我们共收集到

62 名有效被试的数据, 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51 人, 

平均年龄为 21.10 岁(SD = 2.17)。所有被试均为身

心健康且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的成年人, 并在实验

开始前充分了解实验的潜在风险, 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 实验结束后获得了相应的金钱报酬。值得强调

的是, 实验 3b 招募了新的被试群体而非实验 3a 的

参与者, 因为实验流程时间较长(约 1 小时), 若同

一批被试连续参与多阶段实验, 可能导致疲劳效应

的积累, 从而影响实验数据的可靠性与效度。为避

免此问题并确保数据的独立性与稳健性, 我们选择

在实验 3b 中引入新的被试群体, 以更好地控制潜

在的实验偏差。 

(2)实验任务与程序 

实验 3b 的整体流程与实验 3a 基本保持一致, 

延续了“基线—干预—内化”三阶段设计, 包含 6 个

组块, 每个阶段包含 2 个组块, 每组块 20 个试次, 

共计 120 个试次。然而, 不同于实验 3a 中隐性的金 

 

 
 

图 8  实验 3a 与 3b 中人格特质对各阶段诚实率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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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奖励机制, 实验 3b 采用了道德语料反馈作为主

要的激励手段, 如图 2d 所示。如果被试诚实汇报, 

将会给予鼓励的语料反馈; 如果被试撒谎, 则会给

予引起被试反思的语料反馈。道德语料反馈示例见

表 3。其中, 实验在第二阶段给予被试道德语料反

馈; 在第三阶段取消道德语料反馈。道德语料的编

写参考(Glenn et al., 2010; Kasabova, 2017; Schüz 

et al., 2017)。为确保本实验所采用的道德语料能够

有效地区分其预设功能, 我们在正式实验前进行了

一项独立的语料有效性预实验(N = 111)。在预实验

中, 被试会看到随机呈现的每一条语料, 并被要求

从两个维度进行 9 点量表评分。首先, 在情感效价

维度上, 被试被问及“请评价以下句子在情感上给

您的感觉是积极还是消极？” (1 = 非常消极, 9 = 

非常积极)。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正向激励语

料的平均分(M = 7.88, SD = 0.90)显著高于反思性

语料(M = 4.86, SD = 1.42), t(110) = 18.91, p < 0.001, 

Cohen's d = 1.79。其次, 在功能性作用维度上, 针

对正向语料, 被试被问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会激励

您未来继续保持诚实？”; 针对反思性语料 , 则被

问 及 “ 它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会 促 使 您 反 思 自 己 的 行

为？” (均为 1 = 作用很弱/起反作用, 9 = 作用很

强, 5 = 无效果)。单样本 t 检验将其与中立值 5 进

行比较 , 结果显示 , 正向语料的激励作用平均分

(M = 7.47, SD = 1.08)显著高于中立值 , t(110) = 

24.02, p < 0.001, Cohen's d = 2.28。同时, 反思性语

料的引发反思作用平均分(M = 6.45, SD = 1.20)也

显著高于中立值, t(110) = 12.76, p < 0.001, Cohen's 

d = 1.21。综上, 预实验结果清晰地表明, 本研究对

道德语料的分类与操纵是有效的, 为后续实验提供

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3)统计分析方法 

为系统评估社会激励(道德语料反馈)对诚实行

为的干预效果, 实验 3b 采用了多层次的统计分析

策略。首先, 为探讨社会性道德激励在“基线—干预

—内化”三阶段中的干预效果, 我们对诚实率进行

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评估社会性激励是否能够显

著提升个体的行为规范性, 并进一步通过对反应时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行为加工速度是否随阶

段推进而改变。与此同时, 为探讨人格特质(马基雅

维利主义、自恋、精神病态)对干预效果的调节作

用, 我们在每一阶段内将被试划分为高低组, 对其

诚实率执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分析人格特质是否影

响对道德激励的敏感度。最后, 为对比物质激励(实

验 3a)与社会激励(实验 3b)在干预效果上的差异, 

我们合并两组数据, 构建了 3 (阶段：基线、干预、

内化) × 2 (干预类型：金钱、道德)的混合设计方差

分析, 检验阶段主效应、干预类型主效应及其交互

效应。 

(4)调节效应模型 

为系统评估人格特质如何调节激励类型的干

预效应, 我们合并实验 3a 与 3b 的数据, 并采用与

实验 2 类似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进行分析。与前述

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本模型的固定效应中增添了

激励类型(物质、社会)与实验阶段(基线、干预、内

化)及其与人格的交互项。模型的其他设定均与实

验 2 模型保持一致。三人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5 ( Mach&Narcr  = 0.29, Mach&Psyr  = 0.46, Narc&Psyr  = 

0.36), VIF 均< 1.5 ( MachVIF  = 1.15, NarcVIF  = 1.26, 

PsyVIF  = 1.09), 排除了明显共线性。 

 
表 3  道德语料反馈示例 

诚实回答反馈 撒谎回答反馈 

您的诚实体现了您高尚的品格, 值得钦佩！ 请问这次的选择是否与您一贯的诚信原则一致？ 

坚持诚信, 展现了您对道德原则的坚守, 感谢您的真诚！ 或许您可以思考一下, 您的决定是否真正反映了您的价值观？ 

您的选择反映了您作为诚信之人的优秀品质。 这次的选择可能与您对诚信的重视有些偏差, 您怎么看？ 

您的诚实行为令人敬佩, 这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 您的行为似乎未能完全体现您作为诚信之人的形象, 值得再考虑吗？ 

感谢您的诚信, 您的行为为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请反思一下, 这样的选择是否符合您内心的道德标准？ 

您的诚实展现了您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守, 继续保持！ 您一直以来的诚信令人敬佩, 这次的决定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您的诚信选择彰显了您对正直的追求, 令人赞赏。 您的选择可能与您的道德信念不完全一致, 是否愿意再思考一下？

坚持诚实, 体现了您内心的正直和勇气, 值得尊敬。 这次的行为似乎未能展现您对正直的追求, 您有什么想法？ 

您的诚实行为增强了我们对诚信的信心, 感谢您的贡献！ 或许再次考虑, 您的决定是否真正代表了您的自我认同？ 

您的选择展示了您对诚信的重视, 这正是您优秀人格的体现。 请思索一下, 这样的选择是否符合您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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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结果 

(1)三阶段的诚实率差异 

对诚实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阶

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122) = 16.06, p = 0.319。 

(2)三阶段的反应时差异 

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阶

段的主效应显著, F(2, 122) = 130.07, p < 0.001, η2 = 

0.68。事后检验显示, 基线阶段反应时(M = 5.63, SD 

= 0.84)显著长于干预阶段(M = 5.07, SD = 0.74), p < 

0.001; 干预阶段反应时(M = 5.07, SD = 0.77)显著

长于内化阶段(M = 4.45, SD = 0.66, p < 0.001; 基线

阶段反应时(M = 5.63, SD = 0.84)显著长于内化阶

段(M = 4.45, SD = 0.66), p < 0.001。 

(3)金钱激励与道德激励：三阶段诚实率的交互

作用 

如图 9 所示, 通过 3 (阶段：基线阶段、干预阶

段、内化阶段) × 2 (激励方式：金钱激励、道德激

励)的混合方差分析, 显示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2, 

240) = 13.30, p < 0.001, η2 = 0.099; 激励方式的主

效应边缘显著, F(1, 120) = 6.78, p = 0.057, η2 = 

0.029; 阶 段 和 激 励 方 式 的 交 互 效 应 显 著 , F(2, 

240) = 3.68, p = 0.0013, η2 = 0.053。进一步简单效应

分析显示, 在基线阶段金钱激励的诚实率(M = 0.89, 

SD = 0.14)与道德激励(M = 0.88, SD = 0.18)不存在

显著差异, t(120) = 0.46, p = 0.646; 在激励阶段, 金

钱激励的诚实率(M = 0.97, SD = 0.065)显著高于道

德激励(M = 0.89, SD = 0.18), t(120) = 3.07, p = 

0.003, Cohen’s d = 0.55, 95% CI = [0.03, 0.13]; 在

内化阶段, 金钱激励的诚实率(M = 0.93, SD = 0.09)

也显著高于道德激励(M = 0.88, SD = 0.19), t(120) = 

2.06, p = 0.041, Cohen’s d = 0.34, 95% CI = [0.00, 

0.11]。 
 

 
 

图 9  激励类型与阶段对诚实率的交互作用 

 
(4)人格特质对诚实率的影响 

如图 8b 所示, 对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维度, 在基

线阶段、干预阶段、内化阶段, 高低得分组之间的

诚实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ps > 0.20。对于自恋维度, 

在三个阶段的高分组诚实率均显著低于低分组(基

线阶段: t(53.62) = −2.16, p = 0.034, Cohen’s d = 

−0.51; 干 预 阶 段 : t(49.95) = −2.55, p = 0.013, 

Cohen’s d = −0.60; 内化阶段: t(48.52) = −2.31, p = 

0.024, Cohen’s d = −0.54)。对于精神病态维度, 在

基线阶段、干预阶段、内化阶段, 高低得分组之间

的诚实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ps > 0.162。 

(5)物质激励、社会激励与人格的交互：综合混

合效应模型 

图 10 的森林图展示了混合效应逻辑回归模型

中固定效应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置

信区间。 

模型的边际 R²为 0.116, 说明固定效应解释了

11.6%的变异; 条件 R²为 0.517, 表示整体模型解释了

51.7%的被试内和被试间变异。组内相关系数为 0.45, 

反映出中等程度的被试间差异。结果如图 10 所示。 

在主效应层面, 干预阶段(OR = 4.66, p < 0.001, 

95% CI = [3.45, 6.30])与内化阶段(OR = 2.13, p < 

0.001, 95% CI = [1.65, 2.74])相较于基线阶段显著

提升了被试的诚实率, 验证了干预的积极作用。而

反馈类型的主效应并不显著(OR = 1.05, p = 0.892), 

说明整体而言道德语料反馈与金钱反馈在提升诚

实率上的直接效果无差异。三种人格维度的主效应

均不显著(ps > 0.1)。 

二阶交互分析发现, 激励类型与阶段存在显著

交互：与金钱反馈相比, 道德语料反馈在干预阶段

(OR = 0.29, p < 0.001, 95% CI = [0.19, 0.42])和内化

阶段(OR = 0.44, p < 0.001, 95% CI = [0.32, 0.62])的

效果均更弱, 提示道德语料反馈下的诚实提升效果

不如金钱反馈显著。此外, 精神病态得分与阶段存

在显著交互：精神病态较高者在干预阶段(OR = 

1.47, p = 0.025)和内化阶段(OR = 1.63, p < 0.001)表

现出更高的诚实率, 可能源于外部规则更有效地抑

制高风险人格的撒谎行为。 

三阶交互分析显示, 激励类型 × 内化阶段 × 

马基雅维利主义交互显著(OR = 1.96, p < 0.001, 

95% CI = [1.37, 2.80]), 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个体

在道德语料反馈条件下、内化阶段的诚实行为提升

较为显著。此外, 激励类型 × 干预阶段 × 精神病

态的三阶交互亦显著(OR = 0.62, p = 0.025), 说明

在干预阶段, 金钱反馈对精神病态者的诚实促进作

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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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激励类型、阶段与人格特质对诚实行为的联合调节效应 

注：红色点表示 OR < 1, 蓝色点表示 OR > 1。右侧折线图展示显著交互项的边际预测概率：上两排分别为干预类型×

阶段×各人格特质(标准化)交互效应的二维折线图; 下排为干预类型×阶段×特质水平(三分组)交互的可视化。图中不同

颜色代表不同干预类型(金钱激励、社会激励), 纵轴为模型预测的诚实行为概率。彩图见电子版。 
 

4.4  小结 

综上, 实验 3a 与 3b 的对比分析结果清晰地显

示, 物质激励在提升及维持诚实行为方面均显著优

于社会激励。此外, 综合 GLMM 模型揭示了复杂

的人格调节作用,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仅在社会激

励的内化阶段表现出诚实行为的提升, 而高精神病

态者对物质激励的干预阶段尤为敏感。同时, 在社

会激励条件下, 高自恋者在所有三个阶段的诚实率

均显著低于低自恋者, 呈现出持续的低诚实率模式。 

5  综合讨论 

首先, 研究确立了威慑式干预是约束道德风险

的基石。实验 1 和 2 的结果清晰地表明, 明确的 AI

监管不仅能显著提升整体诚实率, 这种约束力更在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高精神病态等机会主义倾向

较强的个体上表现得尤其有效。这一发现验证了假

设 H1a：显性 AI 监管能够显著提高高马基雅维利

主义者和高精神病态者的诚实率。这两类具备策略

性操控倾向的人格, 在外部监控缺失时更倾向于机

会主义, 但在明确的威慑信号下会迅速转为策略性

合规。然而, 这种威慑力具有情景依赖性, 实验 2

发现当监管变得不确定(存在但不可见)时, 其约束

力有所削弱。这警示我们, 有效的威慑不仅在于“存

在”, 更在于其可被明确感知 , 因为模糊的规则或

不确定的执行会降低情境强度, 从而为人格差异的

表达留出更多空间, 也凸显了探索其他干预手段的

必要性。 

其次, 在对比两类正向干预后, 发现在促进诚

实行为方面 , 物质激励比社会激励更为有效和持

久。实验 3a 和 3b 的直接对比显示, 隐性的金钱奖

励不仅能将诚实率提升至近乎完美的水平, 在奖励

撤除后依然能部分维持, 表现出初步的内化效应。

相反, 由 AI 提供的道德语料反馈, 对提升整体诚

实率几乎没有显著作用, 也未能产生可观测的内化

效果。对这一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道德的约束力

很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社会联系和情感共鸣。当我

们收到来自他人的道德评价时, 我们真正在意的其

实是评价背后活生生的人的看法, 以及这种看法对

我们社会关系、声誉的潜在影响。而一个匿名的、

非人格化 AI, 无法提供这种真实的人际互动。它既

不是一个能够尊重和建立情感联系的对象, 也不能

通过社会舆论来评判我们。因此, AI 发出的道德赞

许或批评, 在被试看来更像是一段没有感情、没有

温度的代码提示。被试很难从这种自动化的文本反

馈中获得真正的自豪感或羞愧感, 自然也就难以将

这种外部的道德提示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这有

助于解释为何面对 AI 代理, 抽象的社会赞许远不

及具体、可量化的物质利益来得直接和有效。这一

现象的背后 , 是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范式(Nass 

& Moon, 2000)与信源可信度理论(Hovland & Weiss, 

1951)之间的交互。尽管人们会无意识地对 AI 产生

社会性反应, 但 AI 作为非人类实体, 在传递需要

共情和真实社会理解的道德反馈时, 其可信度大打

折扣。更重要的是, 过度依赖外部激励来“购买”道

德行为 , 可能会引发动机挤出效应。该理论认为 , 

为本应由内在动机如道德责任感驱动的行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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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奖励, 反而会侵蚀和破坏内在动机, 最终可能

导致在激励消失后 , 道德水平比干预前更低(Frey 

& Jegen, 2001)。这种将道德游戏化的做法, 虽然短

期有效, 但长期可能损害个体自主的道德判断力。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在于人格特质如何精细地

调节不同干预策略的效果, 这为我们的假设 H2、

H3a 和 H3b 提供了全面的实证支持。高马基雅维利

主义者是典型的“策略家”。他们对不同干预的反应

模式揭示了其行为的灵活性：在威慑下合规, 在物

质奖励中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 奖励存在时遵守

规则而奖励消失后则迅速放弃诚实 , 验证了假设

H2 对于其内化效果最差的预测。同时, 他们面对持

续的道德反馈也并非完全无视, 而是展现出一种缓

慢的策略性调整, 也证实了假设 H3b。这种行为模

式与道德推脱理论高度一致, 研究证实马基雅维利

主 义 与 道 德 辩 护 机 制 的 关 联 尤 为 紧 密 (Jones & 

Paulhus, 2014)。他们擅长将机会主义行为例如物质

奖励中表现出的工具理性重构为服务于更大利益

的理性。同时, 他们在面对持续的道德反馈时展现

出的缓慢调整, 也暗示了一种持续的、冷静的策略

评估过程。高自恋者是社会激励的“豁免者”。本研

究发现, 他们对来自匿名 AI 的道德反馈几乎完全

免疫, 诚实率持续处于低位, 印证了假设 H3a 预测

的道德反馈对他们基本无效。这为传统的道德干预

理论(如道德认同)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在缺乏真实

社会观众的匿名人机交互中, 旨在激活道德认同或

社会评价的干预手段对高自恋者可能完全失效。其

核心机制在于, 自恋者的许多亲社会行为是由自我

增强的动机驱动的。研究明确指出, 自恋者的亲社

会性在能被他人观察到的公开情境下显著, 但在匿

名的、无法满足其获得钦佩和赞赏需求的情境中则

会消失(Konrath et al., 2016)。高精神病态者对明确

的外部奖惩规则表现出高度的行为敏感性。值得注

意的是, 反应时数据并未发现精神病态对此存在调

节作用, 即他们的决策加工时间与低精神病态者相

比并无显著差异。这或许暗示, 他们对规则的敏感

更多体现为快速、冷酷的行为表现, 而非体现在更

深层次的、需要更长加工时间的道德冲突或注意调

节过程中。 

综合上述发现, 本研究在伦理监管领域带来了

三个层面的理论启发：首先, 本研究对传统的监管

干预理论在数字化匿名情境下的应用边界提供了

一些值得借鉴的证据。在数字化匿名情境下, 经济

激励对道德行为的塑造可能比社会反馈更有效且

持久。其次, 本研究展示了在不同外部监管与激励

情境下 , 人格特质如何动态地调节行为适应策略 ,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格−情景交互理论。最后, 综

合本研究的发现, 我们得以提炼出一个“人格校准

的道德计算框架”, 将人格特质量化纳入伦理监管

建模, 为智能监管的个性化设计提供一些探索性的

理论视角与设计思路。这一框架不仅是一个概念性

的提议, 更与计算精神病理学的思想不谋而合。计

算精神病理学主张, 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量化描述

个体的心理状态与症状(例如, 学习率、奖惩敏感度

等参数), 并利用这些个体化的计算表型来动态适

配和追踪干预措施的效果(Huys et al., 2021)。同样

地, 我们提出的框架旨在通过 AI 捕捉用户的行为

模式, 推断其关键人格参数, 并动态调整监管策略, 

从而实现一种更精准、更高效、更具适应性的算法

治理。 

基于上述理论突破, 本研究对 AI 伦理监管策

略的优化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实践启示。针对高马

基雅维利主义者, 其策略性与机会主义倾向要求监

管策略必须以明确威慑与透明规则为核心。显性监

管是基石 , 需清晰告知用户其行为处于监控之下 , 

并量化违规后果(如信用降级、权限限制)。AI 系统

应在关键界面优先、突出地展示监管规则与惩罚条

款。针对高精神病态者, 鉴于其对即时奖惩信号的

高度敏感, 干预应侧重于强规则约束与即时反馈的

结合。与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类似, 明确的外部规

则是其核心约束力。因此, AI 系统不仅要确保监管

信号的即时与一致, 让任何违规行为都被迅速处理

以避免效力削弱, 还要引入即时经济奖惩——利用

其对短期得失的敏感性, 设计小额、高频的激励如

诚实交易的微奖励或可疑行为的即时警告与扣款

来引导行为。针对高自恋者, 由于其对 AI 的道德

反馈免疫, 且传统的社会评价需求在匿名场景下失

效, 策略必须另辟蹊径, 转向显性监管与社会声誉

激励。首先, 显性规则与经济激励能提供基础约束。

更关键的是, 其强烈的自我形象关注需求可以被利

用 , 将激励机制与其数字身份或社交形象进行挂

钩。例如, 可以设计一个公开的声誉系统：在该系

统中, 持续的诚实行为能够为用户换取独特的、可

公开彰显其优越性的徽章或特权, 以此满足其自我

增强的内在动机。 

在实施路径上, 首先要关注人格感知与动态校

准：AI 系统可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如决策速度、风险

偏好模式、对以往激励的反应等, 初步推断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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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人格倾向或风险等级, 动态适配上述监管策略

组合。其次, 使用混合策略与动态调整, 单一策略

效果有限 , 实践中应采用显性规则作为基础保障 , 

通过经济激励进行引导并且通过个性化反馈加以

辅助的混合模式, 并根据用户行为反馈进行动态调

整优化。 

尽管本研究为 AI 监管情境下人格如何调节诚

实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有限, 且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

体, 导致结果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未

来研究需要在更大样本以及更广泛的人群中加以

验证。其次, 在部分统计分析(如方差分析)中, 为了

检验交互效应, 我们将黑暗三联征等连续的人格特

质得分进行了中位数分组处理。这种二分法虽然便

于直观解释, 但不可避免地会损失一部分信息, 未

来研究可更多地采用保留连续性变量的分析方法

例如回归分析。再者, 硬币投掷任务的生态效度有

限, 与真实世界复杂的道德决策情境仍有距离。最

后, 研究主要依赖自陈式问卷测量人格, 未来研究

可结合行为观察、神经成像等技术, 以获得更客观、

多维度的测量指标。 

6  结论 

综上所述, 本研究系统地揭示了在 AI 作为道

德监管者的情境下, 外部干预与黑暗三联征人格对

诚实行为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有两点：

第一, 在 AI 监管情境下, 明确的外部后果如监管

或物质激励在塑造诚实行为上, 比社会激励更加有

效。第二, 研究证实黑暗三联征人格特征并非一成

不变地主导行为, 其效果会根据外部干预策略的不

同而发生改变。这凸显了人格—策略适配度在未来

伦理监管设计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发现为超越一刀

切的传统监管模式, 构建更为精准、高效的个性化

AI 监管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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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evolves into social agents with autonomous influence, its 

impact on human moral decision-mak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Current regulatory models are 

often grounded in the “rational person hypothesis,” which assumes uniform responses to ethical constraints. This 

perspective, however, overlooks the profound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in moral choices, leading to 

divergent regulatory effects and a loss of efficiency.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is a robust predictor of moral deviation. To address this gap, we 

constructed a “Regulation Type × Personality Trait” interaction model.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AI-drive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namely explicit regulation, implicit incentives, and moral 

feedback—would b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individuals' Dark Triad traits whe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hon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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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study utilized a modified coin-flip task 

where participants privately guessed and reported outcomes, a paradigm designed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dishonest behavior for personal gain. Participants' honesty rates and reaction times were recorded as the primary 

dependent variables. Across the experiments, we manipulated the AI-drive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d: (1) explicit (visible) versus implicit (invisible) AI surveillance which involved potential 

penalties for dishonesty; (2) implicit monetary incentives which rewarded consistent honesty; and (3) moral 

feedback which provided textual messages in response to honest or dishonest reports. Prior to the behavioral 

tasks, participants' personality trait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validated Short Dark Triad (SD3) scale. 

The results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vention typ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Experiment 1, explicit AI surveillan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onest reporting (t(45) = 4.59, 

p < 0.001), particularly among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s of Machiavellianism (t(25) = 4.60, p = 0.005) and 

psychopathy (t(28) = 4.44, p < 0.001). In Experiment 2, invisible AI surveillance also enhanced honesty but was 

less effective than visible AI surveillance, F(2, 90) = 18.10, p < 0.001. Notably, invisible surveillance resulted in 

the shortest reaction time (RT = 0.49), F(2, 90) = 34.10, p < 0.001. High Machiavellian participants displayed 

greater honesty under visible surveillance (OR = 0.70, p = 0.013) but were more dishonest without or under 

invisible AI surveillance. In Experiment 3, potential financial rewards increased reaction time (F(2, 118) = 58.59, 

p < 0.001), while high Machiavellian individuals showed reduced honesty during the internalization stage, 

t(57.98) = −2.04, p = 0.044. In Experiment 3a and 3b, financial incentives promoted honesty more effectively 

than moral messaging during the reward stage (t(120) = 3.07, p = 0.003) and maintained this effect into the 

internalization stage (t(120) = 2.06, p = 0.041), demonstrating the robustness of monetary influence. High 

Machiavellian participants sustained higher honesty levels in the internalization stage (OR = 1.96, p < 0.001). In 

contrast, narcissistic participants showed resistance to moral messaging,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ward stage, 

t(49.95) = −2.55, p = 0.013. 

This study was the first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critical moderating role of the Dark Triad personality 

traits in AI ethical regulation. Th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 person' paradigm by empirically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t personality-based heterogeneity of regulatory effects. The cor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proposal of an innovative concept: 'personality-regulated regulation.'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a 

vit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designing future AI ethic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at are 

contextualized and personalized. Such an approach allow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egulator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es overall regulatory efficacy, moving beyond one-size-fits-all models. 

Keywords  AI regulation, honest behavior, Dark Triad, personality traits, contextualized intervention 

 

 


